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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的国际经验

朱铭来 康琢

我国长期护理保险（以下简称长护险）自 2016 年启动试点以来，

已走过十年探索历程。在试点过程中，围绕失能等级评估、经办服务、

服务项目管理和基金运行监管等方面，国家层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配

套制度文件，制度框架和实践基础不断夯实。2026 年 3 月，《中共中

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》印

发，标志着我国长护险由地区试点转向全面推开，进入制度定型的关

键阶段。在此背景下，如何建立覆盖全民、运行规范且可持续的长护

险制度，成为下一步改革亟待回答的核心问题。

从国际经验看，德国和日本较早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障体系，并在

长期运行中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制度路径，系统梳理其改革经验，有

助于为我国长护险全面建制提供有益借鉴。

德国长护险制度建设经验

德国形成了社会长护险与私人长护险并行发展的双轨制保障体

系。一方面，德国在社会保险制度框架内建立了社会长护险，主要覆

盖法定医疗保险参保人，由护理保险基金负责经办，资金由雇主与雇

员共同承担；另一方面，规定参加私人医疗保险的人员必须同步参加

私人强制长护险，该制度由私人保险公司承办，其保障范围和待遇水

平原则上与社会长护险保持一致。尽管两类制度在覆盖对象、经办主

体和筹资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，但共同构成了德国法定长期护理保障

体系。从参保规模来看，社会长护险占据主导地位。德国联邦卫生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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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显示，德国社会长护险作为一项独立的社会保险制度，主要依托

疾病保险基金设立护理保险基金，利用既有医疗保险体系的参保登记、

缴费征收和经办服务基础，但长护险基金与医疗保险基金实行分账管

理、独立核算。在筹资方面，德国社会长护险以缴费筹资为主，原则

上由雇主和雇员共同负担，并根据参保人的子女情况实行差异化缴费。

1995年，长护险制度实施之初，缴费率是 1%，1996年调整至 1.7%，

到 2015年缴费率上升至 2.35%，2017 年起 18周岁以上全体国民按照

收入比例缴纳保险费，其中在职人员长护险费率提高到 2.55%，由雇

主和雇员各承担 50%；退休人员需要完全自付缴费；失业者、领取救

助金的难民则由政府部门代为缴纳全部保费，学生群体也无须缴纳保

费；23周岁以上且无子女者需要缴纳 2.8%的保费。2019 年，费率更

提升至 3.05%。另外，根据子女人数采取弹性费率，2023 年标准为：

零子女的费率为 4.0%，一个子女的费率为 3.4%，每增加一个子女，

费率下降 0.25 个百分点。德国社会长护险的待遇服务主要围绕居家

护理、专业上门护理和机构护理展开。居家护理主要由家庭成员、亲

友或其他非正式照护者在家中提供照护，护理保险以护理津贴形式给

予现金支持；上门护理由专业护理机构上门提供身体照护、生活照料

和家务协助等服务，护理保险通过实物给付方式支付相关费用；机构

护理则主要面向护理需求较重的失能人员，由养老护理机构提供全天

照护服务。在居家护理与机构护理之间，德国还设置了较为丰富的中

间性服务安排。例如，日间护理和夜间护理可以为失能人员提供阶段

性机构照护；短期护理主要用于出院后过渡性照护、家庭照护暂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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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或照护者无法继续照护等情形；替代护理则用于家庭照护者临时不

能照护时，由其他人员或机构临时接替照护责任。总体来看，德国社

会长护险参保规模保持稳定，待遇领取人数则持续增长。2020 年至

2025年（见表 1），参保人数由 7334.7 万人增至 7453.5万人，年末待

遇领取人数由 432.3万人增加至 601.1万人，增长约 39.0%。2025 年，

居家及上门护理待遇领取人数达到 516.1万人，占全部待遇领取人数

的 85.9%。由此可见，德国长护险充分体现了居家护理优先的制度导

向。

日本长护险制度建设经验

为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及长期照护需求持续增长，日本于 2000

年正式实施长护险制度（又称“介护保险”）。该制度将参保对象划分

为两类：第一类被保险人为 65岁及以上人员，第二类被保险人为 40～

64岁且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员。两类人群在待遇享受条件上有所不同：

第一类被保险人经评估认定达到“要支援”或“要介护”状态后，即

可按照相应等级享受介护保险待遇；第二类被保险人则主要在因制度

规定的特定疾病产生护理需求时获得保障。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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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23年度介护保险事业状况报告》显示，截至 2024年 3 月末，日

本第一类被保险者为 3589 万人，其中经“要支援”或“要介护”认

定的人数为 695 万人，认定率为 19.4%。在筹资机制方面，日本长护

险实行保险缴费与公共财政共同分担的筹资模式。保险费由第一类被

保险人和第二类被保险人分别承担，其中，第一类被保险人的保费由

市町村征收，原则上从养老金中代扣代缴；第二类被保险人的保费则

与医疗保险费一并征收。公共财政资金由中央政府、都道府县和市町

村按照规定比例共同承担。在待遇支付环节，参保人使用介护服务时

需承担一定比例的个人费用，其自付比例根据收入水平划分为 10%～

30%不同档次，其余费用由长护险基金支付。由此，日本长护险形成

了个人缴费、财政补助与服务使用者适度分担相结合的费用负担机制。

日本厚生劳动省资料显示，2000 年的护理费用是 3.6 兆日元，2005

年增加到 6.4兆日元，2017年更是增至 10.8兆日元，17年增长了 200%。

2025年，护理保险预算增至 18 兆～21兆日元。与此同时，个人支付

的保险费不断提高，2000—2002 年度第一类保险费全国平均水平为

2911 日元/月，2015—2017 年度为 5514 日元/月，2018—2020 年度

达到 5869 日元/月。预计 2025—2026年度这一数字将达到 8165日元

/月。日本长护险将护理需求分为“要支援”和“要护理”两大类，

共包含七个等级。其中，“要支援 1 级”和“要支援 2级”主要面向

生活自理能力开始下降、尚未达到明显失能状态，但存在功能衰退风

险、需要预防性服务和一定生活支持的人群；“要护理 1 级”和“要

护理 2 级”主要对应轻中度护理需求者；“要护理 3 级”及以上则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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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对应中重度和重度护理需求者。日本长护险主要包含居宅护理服务、

社区紧密型护理服务和机构护理服务三种服务类型。其中，居家护理

服务主要是在老年人原有居住环境中提供护理支持，服务内容包括上

门护理、居家康复等；社区紧密型护理服务主要依托社区和市町村服

务网络提供，服务内容包括小规模多功能居家护理、认知症老人共同

生活照护等；机构护理服务则主要通过介护老人福祉设施、介护老人

保健设施、介护医疗院等机构提供，服务内容包括长期生活照料、康

复护理、医疗管理等。2023 年度，居宅服务、社区紧密型服务和机

构服务的累计受给者人次分别为 5058.94 万人、1097.06 万人和

1151.59万人（见表 2）。居宅服务受给规模明显高于其他两类服务，

表明日本长护险在服务供给上总体形成了以居家照护为基础、社区服

务为支撑、机构照护为补充的运行格局。

对我国长护险发展的政策启示

德国和日本的经验共同表明，长护险不是医疗保险的简单延伸，

也不是养老服务补贴的直接替代，而是应对失能风险的独立制度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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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长护险正处于制度定型和全面推进阶段，应重点考虑在以下几个

方面进行完善。第一，明确长护险的独立制度定位。德国将长护险作

为第五大社会保险，日本则建立了独立的介护保险制度。两国经验说

明，长期护理风险具有长期性、持续性和服务依赖性，不能简单依附

于医疗保险。我国长护险在起步阶段依托医保部门经办具有现实合理

性，但在制度成熟后应逐步形成独立筹资、独立核算、独立支付和独

立监管机制，逐步减少对基本医保的依赖。第二，建立责任共担、动

态调整的筹资机制。德国通过缴费率调整应对基金收支压力，日本通

过保险缴费与中央、地方财政共同分担稳定制度运行。对我国而言，

长护险应形成单位、个人、政府等合理分担的多渠道筹资机制。同时，

应建立费率动态调整机制，根据人口老龄化程度、失能率、服务价格、

工资水平和基金运行状况适时调整。第三，完善全国统一的失能评估

体系。德国近年来强化认知障碍、精神心理和社会参与因素，日本实

行“要支援”“要介护”的分级认定。我国已经出台长期护理失能等

级评估标准，下一步，应重点提升评估质量，建立动态复评、异议处

理、第三方监管和评估数据留痕机制，既防止评估过宽导致基金风险，

也防止评估过严削弱群众获得感。第四，坚持居家社区优先的发展方

向。德国和日本的运行数据都表明，居家和社区照护是长护险服务利

用的主体。我国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较强，机构护理资源地区差异明

显，因此，应重点支持居家上门护理、社区日间照料等服务。这样既

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，也有助于控制制度成本。第五，发挥商

业保险和养老金融的补充作用。基本长护险应坚持保基本、保重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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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持续，商业护理保险则可在差异化服务、护理服务升级以及寿险责

任转换等领域发挥补充作用。金融机构参与长护险，不应局限于简单

经办和费用审核，而应在精算测算、风险管理和养老金融产品创新等

方面发挥专业优势，推动形成基本保障、商业补充相互衔接的多层次

长期护理保障体系。

（本文来源：《中国金融》2026 年第 20 期，第一作者系南开大学金融学院

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；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）


